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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王国之冶金术：汉佉二体钱的科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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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十件汉佉二体钱进行元素分析，旨在揭示古代于阗国的铸币冶金技术。研究发现其材质
存在显著异质性，可分为高纯度红铜币与高含铁量的铜铁合金币两大类。后者证明了一种不完全共冶炼工艺
的存在，说明于阗的铸币体系呈现出一种复杂的、依赖本地矿产资源的生产模式。这种技术是对本地丰富的
铜铁共生矿的一种适应，而所有样品中锡元素的缺乏，也解释了于阗为何未采用中原主流的青铜铸币工艺。
这种冶金技术在同时代的汉、贵霜及罗马货币体系中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性，是理解其经济自主性与文化适应
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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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汉佉二体钱，又称和田马钱，是公元1-3世纪丝绸之路南道于阗国发行的货币（图1），是东西方文明在
塔里木盆地交融的标志性产物[1]。其形制、铭文与制造工艺的二元性，长期以来都是钱币学与文化史研究的
焦点。形制上，它采用西方贵霜帝国流行的圆形无孔打压法制造[2]；铭文上，则兼用源自古印度的佉卢文与
中原通行的汉文篆书，将本地王号与汉朝的“铢”重量单位体系相结合[3]。这种独特的文化融合现象，Cribb
等学者已经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阐释[1, 4]。

图1 汉佉二体钱拓片[5]

然而，若将汉佉二体钱不仅视为文化符号，更视作一件冶金考古的标本，其研究价值将得到极大拓展
[6]。尽管已有学者对新疆地区的钱币开展过成分分析，并指出冶金分析对于摸清其经济状况至关重要，但针
对汉佉二体钱的系统性、公开发表的成分数据依然非常有限。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十件汉佉二体钱样品的元素
成分进行科学分析，并与目前已有的少量研究成果进行对比，尝试从冶金考古学的角度，更全面地探讨古代
于阗国的铸币能力及其在欧亚古代货币世界中的独特定位。

1. 钱币合金成分分析与数据解读

本研究使用 pXRF对十件汉佉二体钱样品进行了元素成分分析，仪器型号为奥林巴斯DELTA
Professional，分析模式为合金+。如表1所示，依据其主要合金成分，可将样品分为三个具有显著差异的组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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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十件汉佉二体钱样品的合金成分（wt%）

样品编号 组别 Cu Fe Pb Mn Ni Sn Sb Co Ti
1 B 77.39 22.33 0.24 0.03 - - - - -
2 B 80.71 19.09 0.20 - - - - - -
3 C 95.72 4.12 0.12 - 0.03 - - - -
4 B 38.52 60.47 0.95 0.06 - - - - -
5 B 73.64 24.13 1.76 0.04 0.05 0.30 - - -
6 C 85.53 11.97 0.10 - 0.25 - 0.90 0.12 -
7 A 98.60 1.36 - - 0.04 - - - -
8 A 97.86 1.76 0.03 0.06 - - - - 0.30
9 A 97.82 1.42 0.55 - - - - - 0.20
10 A 98.82 0.79 - - 0.06 - - - -

注：- 表示元素含量低于仪器检测限

1.1. A组：红铜合金
该组样品（样品7、8、9、10）的铜含量均高于97%，在冶金考古学中可定义为“红铜”或“纯铜”。获

得如此高纯度的铜，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主要有两种可能途径：一是直接利用自然界中存在的自然铜；二是
掌握了较为成熟的冶炼与精炼技术，能够从氧化铜矿中有效去除杂质。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元1-3世纪，使用
近乎纯铜的材质制造货币并不寻常。铜合金，尤其是铜锡青铜因其更优越的物理性能已成为主流选择[7]。于
阗工匠选择使用红铜，可能反映了本地金属锡资源的匮乏，所有十个样品中锡含量的普遍缺失也支持了这一
推论。

1.2. B组：铜铁及高铁合金
B组样品（样品1、2、4、5）呈现出极具考古学意义的成分构成。样品1、2、5的铁含量分别高达

22.33%、19.09%和24.13%，可界定为铜铁合金。样品4则更为特殊，其铁含量达到60.47%，铜反而成为次要
成分，本质上是一枚铁基合金钱币。从冶金学原理分析，这种成分组合极不可能是通过精确配比有意制造
的。铁与铜在液态下的互溶性有限，且物理性质差异巨大。因此，其成分最有力地指向了一种不完全的共冶
炼工艺。最可能的解释是，于阗工匠冶炼的是一种铜铁共生的多金属矿石，如黄铜矿，在冶炼过程中，炉温
足以还原矿石中的铜和部分铁，但未能达到实现铜液与铁质完全分离所需的更高温度，或缺乏有效的造渣
剂。这种技术的产物是铜和铁的机械混合物，而非均匀合金。这可能是一种基于和田地区本地矿产资源为富
含铜铁共生矿的务实选择，通过简化工艺流程，直接从矿石中产出可用的金属材料[8]。

1.3. C组：含特殊微量元素的合金
C组样品（样品3、6）因其独特的元素构成，为探究于阗的冶金原料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首先在多个

样品中检测到不同含量的铅，其中样品5达到1.76%。在古代铜合金铸造中，适量加入铅可以增加铜液的流动
性，使其更易充满币模的细节，并降低熔点[9]。和田马钱作为打压币，对材料的延展性有一定要求，过高的
铅含量会使金属变软。因此，样品中普遍较低的铅含量，可能是在铸造性能与使用性能之间寻求的一种技术
平衡。样品6中0.90%的锑和0.12%的钴含量较为少见。这两种元素可以说是作为“示踪元素”随矿石进入合
金的，而非有意添加。它们的存在如同一枚独特的地球化学指纹，暗示制造该币的金属原料来自某个富含锑
和钴的特定矿床。同时，在三组的多个样品中（样品3、5、6、7、10）均检测到微量镍。镍同样是铜铁矿床
中常见的伴生元素，其普遍存在进一步加强了和田马钱使用本地多金属矿产的推论。

1.4. 与既有研究的比较分析
尽管针对汉佉二体钱的系统性成分分析研究尚不多见，但零星的报告和描述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参照

系。首先，本次研究中A组高纯度红铜币的发现，与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和传统认知相符。Fang等人在一篇
对三枚汉佉二体钱进行分析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其材质为红铜和青铜[10]。许多钱币学文献在描述时，也笼
统地称其为“红铜质”[2]。这表明，使用高纯度铜制造马钱，是于阗铸币的一个重要且被认可的传统。然
而，Fang等人的研究也提到其中一枚钱币为“青铜”，另一枚含有4.2%的银[10]。这与本次分析的样品有所
不同：我们的十个样品中均未检测到显著的锡，因此严格意义上不能称为“青铜”；同时，也没有发现银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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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如此之高的样品。这种差异性恰恰揭示了于阗铸币材质的复杂性远超预期。高银含量的出现，与C组样品
中的锑、钴一样，进一步佐证了于阗工匠使用的是成分复杂多样的本地多金属矿产，而非标准化的进口金属
原料。

其次，本次研究中B组铜铁合金，特别是铁含量超过60%的样品4，是迄今为止最为特别的发现。以往的
研究从未明确报道过铁含量如此之高的汉佉二体钱。这不仅突破了将其简单归类为“铜币”的传统认知，也
为理解于阗的冶金技术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虽然有研究提及新疆后期的“红钱”中存在铅、铁等劣金属铸
币，并将其作为研究课题，但将这种现象追溯至公元1-3世纪的于阗，并发现如此高比例的铁铜合金，尚属首
次。这有力地证明了上文所推测的“不完全共冶炼”工艺的实际存在，并将于阗的冶铁技术史与铜冶金史紧
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发现与前人研究既有吻合，更有重要的补充和突破。吻合之处在于确认了高纯度红
铜币的存在；突破之处在于首次系统性地揭示了高含量铜铁合金币的存在，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于阗国并
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冶炼体系：精炼提纯与共冶炼的假设。这使得我们对这个丝路王国的冶金术的认识，
从单一走向了二元，从标准化走向了地方适应性。

2. 于阗冶金技术体系的成因探析

汉佉二体钱所呈现的独特冶金面貌，并非偶然的技术偏差，而是由地理环境、技术条件与社会经济需求
三者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必然产物。深入剖析这些驱动因素，可以揭示于阗国在技术选择背后的内在逻辑。

于阗冶金技术的首要决定性因素，是其独特的本地矿产资源结构。这种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预设了其技术
发展的路径。首先，丰富的铜铁共生矿是形成“铜铁合金”技术的基础。现代地质勘探已证实，于阗背靠的
西昆仑山脉是一个世界级的多金属成矿带，其显著特征是铜、铁矿产常常紧密共生。对于古代的于阗工匠而
言，这意味着他们最容易获取的铜矿，本质上是一种铜铁复合矿石，极有可能就是黄铜矿。面对这种原料，
最直接、最经济的冶炼方式，不是追求铜与铁的完全分离，而是将两者一同还原，形成一种可直接使用的金
属材料。因此，十件样品中B组样品高含量的铁，与其说是杂质，不如说是矿石本身的直接体现，是于阗工
匠对本地资源最务实的适应。其次，关键合金元素的匮乏限制了技术选择。在本次分析的所有样品中，几乎
都检测不到锡。锡是制造青铜的关键元素，能够显著改善铜的硬度和铸造性能[7]。锡的普遍缺失，强烈暗示
了于阗本地缺乏易于开采的锡矿资源。这一短板使得于阗无法像中原地区那样，发展出成熟的、以铅锡青铜
为基础的范铸技术体系。面对这一资源限制，于阗工匠并未选择依赖外部输入锡锭，而是另辟蹊径，利用本
地丰富的铜铁矿，使其冶金技术走上了一条与主流青铜文明截然不同的道路。因此，于阗国的冶金体系，是
在一种特定的资源禀赋下形成的路径依赖。丰富的铜铁共生矿使其可以发展共冶炼技术，而锡资源的匮乏则
使其不得不放弃青铜技术。

在既定的资源条件下，于阗工匠展现了高超的适应能力和技术上的务实主义，其技术体系是“有所为，
有所不为”的智慧结晶。从现代冶金学看，B组的铜铁合金是一种不完美的产物。但在古代生产条件下，这
恰恰可能是一种更高效的方式。要将铜与铁在冶炼中彻底分离，需要更高的炉温和有效的助熔剂，这在技术
和燃料消耗上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于阗工匠采用的共冶炼技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产品的纯度，却大
大简化了工艺流程，降低了生产成本。这是一种在技术能力范围内，以“够用就好”为原则的务实选择，旨
在以最低成本满足最大量的货币生产需求。此外，高纯度红铜币（A组）与铜铁合金币（B组）的同时存在，
反映了于阗冶金体系的灵活性。这两种技术很可能并行不悖，分别用于处理不同品位的矿石。当获得品位较
高、杂质较少的氧化铜矿或天然铜时，工匠们有能力生产出高纯度的红铜币；而当面对储量更丰富但成分更
复杂的铜铁共生矿时，则启动共冶炼工艺。这种双轨并行的生产模式，使得于阗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所有可
及的矿产资源，无论优矿还是劣矿，都能转化为流通的货币。

最后，于阗的冶金产品必须满足其在丝绸之路十字路口上的独特社会经济需求。于阗地处东西方两大文
明的交会地带，其货币必须具备跨文化交流的属性。因此，汉佉二体钱在形制上借鉴了西方贵霜帝国的打压
技术和圆形无孔的样式，使其在向西的贸易中易于被接受。而在价值体系上，则明确标注汉朝的“铢”为单
位，以便与东方强大的汉帝国经济圈对接[11]。这种西式面孔，中式内核的设计，要求其生产技术必须能够支
持打压工艺，同时对金属的重量有精确的控制。在借鉴东西方的同时，于阗国通过在钱币上铭刻本地国王的
佉卢文名号，强调了自身的独立与主权。这表明铸币活动本身是一项重要的国家行为。无论是生产高纯度的
红铜币，还是成分复杂的铜铁合金币，都是在王权主导下，为满足国家经济运转和政治宣示双重目的而进行
的。

综上所述，于阗国独特的冶金技术体系，是其在特定的地理资源、技术水平和社会需求三重压力下，进
行创造性适应的产物。这是一种由资源禀赋奠定基础、由技术能力框定边界、由社会经济需求指引方向的、
高度地方化的技术体系。它不仅是古代冶金史上的一个独特案例，更是丝路王国坚韧生存智慧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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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对汉佉二体钱的科技分析，并结合既有研究成果进行对比，揭示了古代于阗国冶金技术体系的核心特
征：材质的显著异质性（高纯度红铜与铜铁合金并存）与对本地矿产资源的深度依赖。钱币中的微量元素组
合，如钴、锑、镍，以及前人研究中发现的高含量银，共同为矿料的本地来源和多样性提供了地球化学证
据；而本研究首次系统性确认的高含量铁，则直接反映了一种不彻底的共冶炼工艺的实际应用。

这些发现表明，于阗国建立了一套具有高度自主性和地方适应性的冶金工业。该体系在技术路径上既不
同于中原汉朝的范铸青铜传统，也区别于贵霜、罗马等西方政权的标准金属或合金货币。这种在物质生产层
面的独特性，是于阗能够在东西方文明之间维持其经济独立与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因此，汉佉二体钱不仅
是文化符号的融合体，其金属本身亦是技术选择与资源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为研究丝绸之路上的技术传播
与地方化创新提供了关键的冶金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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